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内容提要: 共担是风险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关注的问题，但对人口众多的农民的共担风险偏好

特征的实证研究甚少。本文以中国农民为研究对象，在四个省开展风险游戏及实地调查，测定并

分析了农民的共担风险偏好及其特征。研究结果表明，农民在共担风险时的风险厌恶程度比在

一般风险时低，特别是女性和社会资本及富裕程度较高的农民，而女性及年龄较高等相对弱势的

群体在风险共担情况下的冒险意愿则更高。完善社会保障体系和发展农民组织等能激发农民参

与风险和预期收入更高的生产和投资活动，同时要更加关注农村妇女和年龄较高农民等弱势群

体的风险抵抗能力。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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一、引言

风险共担是风险研究领域越来越受关注的主

题。由于受到自身经济条件等方面的限制，大部分

低收入者都无法通过正规的信贷服务来抵抗风险。
但大量研究表明，亲戚及朋友之间的非正规借贷、
扶持及馈赠等风险分担方式，能够帮助他们抵御包

括自然灾害、疾病、收入锐减及消费剧增等方面的

风险 冲 击 ( Dercon 等，2006; Fafchamps 等，2003;

Francis 等，2008; 马小勇等，2009 ) 。另外，通过劳

动交换和发展农民合作组织等风险共担方式，能够

在相当程度上消除劳动力及市场上的风险 ( Foster
等，2001; Arcand 等，2012; 黄祖辉等，2002 ) 。长期

以来，这些风险共担关系为个体抵御各种风险发挥

着至关重要的作用，而近年来学术领域对风险共担

关系的关注也在持续增加。
但现在关于个体共担风险偏好特征方面的研

究还非常缺乏。现有关于风险共担方面的研究主

要聚焦于风险共担关系的形成( Attanasio 等，2012;

张广 胜 等，2007 ) 、模 式 ( Gubert，2007; Ligon 等，

1997) 以及效果评估 ( Mazzocco，2004; Dercon 等，

2006) ，对相关主体在风险共担关系中的决策行为

研究还明显不足( Cardenas 等，2013 ) ，而国内对共

担风险偏好特征的研究还很少。现有的少量研究

表明，农民个体在共担风险时的风险厌恶程度比其

在非 共 担 风 险 时 低 ( Barr 等，2008; Cardenas 等，

2013) 。Cardenas 等( 2009) 也提出个体会根据其对

其他共担组成员的了解和猜测来调整自身风险

策略。
然而，对农民的个体及共担风险偏好还有一系

列问题需要研究。例如，个体共担风险偏好与其一

般风险偏好之间具体存在怎样的关系? 不同群体

的共担风险偏好是否存在差异? 不同群体在这两

种风险中的决策转变是否有所不同? 为回答这些

问题，本研究以中国农民为研究对象。对于中国农

民来说，气候变化及市场经济所带来的风险在不断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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增加，风险共担模式的重要性也将进一步提高。通

过对农民共担风险偏好特征的研究能够为制定风

险相关的政策提供决策依据。

二、方法与数据

本研究采用风险游戏方法来测度农民的风险

偏好。测度风险偏好的方法主要有 3 种，分别是实

际行为观察方法、感觉寻求量表法以及风险游戏方

法，其 中 最 常 用 的 方 法 是 风 险 游 戏 方 法

( Kachelmeier 等，1992; Binswanger，1980; Eckel 等，

2008; 黄季焜等，2008 ) 。与实际行为观察方法相

比，风险游戏方法的可行性更强，所获取的数据更

利于分析; 而与感觉寻求量表法相比，风险游戏方

法的测度更准确、更贴近现实情景。
综合考虑如下因素，本文采用了 Cardenas 等

( 2013) 提出的风险游戏方法，并在此方法的基础

上做了改进。首先，该方法通过实际金钱激励而不

是支付意愿方法，结合风险程度不同的 6 个选项，

能够很贴切地模拟研究对象在不同风险下的决策

过程。其次，该方法能够测量研究对象在不同风险

情景下的风险态度，比如通过比较一般获益情景

( 即基本情景) 和风险共担情景可以发现研究对象

在不同情景下风险偏好的差异，这是实现本文研究

目标所需要的* ?。第三，本文对该方法进行了改

进，从而使其更容易被理解和实施。例如，在真实

游戏之前增设了模拟游戏环节，让农民先尝试参加

游戏，从而使其更理解游戏的原理和过程; 同时，根

据调查地区农民的收入情况调整了奖励金额，并将

金额设定为方便农民计算和思考的数据( 如 5 元和

10 元) 。
基本游戏用于测度农民在一般获益风险时的

风险偏好。一般获益风险情景是本文的对比基准

情景，剔除了风险概率不确定、损失和共担等方面

的影响，能够单纯地测量农民的一般风险偏好( 本

文也称基本风险偏好) 。风险游戏中农民面临着 6
个圆圈所对应的 6 种不同选择( 见图 1) ，需要从中

选出自己觉得最佳的 1 个选项。根据农民的选择

就可以衡量出其风险偏好态度，圆圈中对应的激励

金额设计是游戏设计中的关键部分。

图 1 基本风险游戏及共担风险游戏

基本游戏的设置简要介绍如下:

首先，确定游戏激励金额大小。游戏金额大小

主要考虑参与者是否有激励并认真做好游戏实验。

因为实验的整个过程需 1. 5 个小时左右，为此为参

与的农民提供平均额度在 20 元( 相对于 2 个小时

的当地打工收入) 以上的游戏激励金额。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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其次，确定游戏高低收益的概率。游戏中农民

获得所选组合对应高收益或者低收益的概率均为

50%。例如，如果一个农民选择 20 元 /20 元，则他

肯定能够获得 20 元收益; 但如果选择 60 元 /0 元，

则代表其有 50%的概率获得 60 元，另外 50% 的概

率获得 0 元。50%的相同概率既容易理解和计算，

也能够消除概率不对称造成概率权重 ( Kahneman
等，1979) 的影响。

第三，确定游戏供选择组合的顺序。如图 1 所

示，按顺时针方向依次来看( 即从 20 元 /20 元至 60
元 /0 元组合) ，激励的预期收益不断增加，而其对

应的标准差( 或风险) 也不断提高。如 60 元 /0 元

组合与 20 元 /20 元组合相比，前者预期收益为 30
元，高于后者的 20 元，而前者收益的标准差 ( 30 )

或风险也高于后者( 0) 。
共担游戏则用于测度农民在共担风险情景中

的风险偏好。除了收益的分配方式外，共担游戏的

实施过程与基本游戏基本相同。在基本游戏中，农

民获得的收益完全取决于其自身的选择和运气。
而在共担游戏中，参与游戏的农民组成一个组，组

内每个农民最后得到的收益等于组内所有农民的

平均收益。因此，每个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收益取

决于组内所有农民的选择和运气。
农民做完所有游戏后，再通过抽球的方式决定

其获得高收益或者低收益。为了兼顾科学性及经

费约束，通过随机选取的方式只对其中一种游戏进

行实际激励，以此可避免前面游戏结果对后面决策

的影响。在抽球环节，首先，在一个非透明的袋子

里同时放入 5 个黄球及 5 个白球。然后，农民从袋

子里抽出一个球，根据所抽出球的颜色决定其获得

高收益还是低收益，其中黄球代表高收益，白球代

表低收益。例如，假设农民在基本游戏中选择了

60 元 /0 元组合，接下来随机选择进行激励的刚好

是基本游戏，然后农民在抽球环节抽到一个白球，

则其获得的收益为 0 元，抽到黄球则获得 60 元。
在共担游戏时，在共担组所有农民都抽完球后，再

计算出平均收益作为每个农民的实际收益。而为

了避免农民之间相互影响，在游戏过程中参与农民

之间是不允许交流的。
本研究是基于中国科学院农业政策研究中心

( CCAP) 关于气候变化调查实施的补充调查。调

查采用分层随机方法进行抽样，在江西、河南、河北

及山东 4 省分别随机选择 2 个样本县( 其中江西抽

取了 3 个县) ，从每个县中随机选择 3 个乡镇，从每

个乡镇中随机选择 3 个村，最后从每个村随机选择

10 个农户。而补充调查作为回访调查，回访成功

率为 80%，一共有 648 位农民参与了风险游戏* ?。
其他相关数据采用问卷调查的方式收集。虽然本

研究只在 4 个省开展农民的风险实验，但在现有国

内文献中，648 个样本已是相当多的。当然，如果

有更多的经费还可以在更多的省份开展调查。

三、结果与分析

( 一) 农户及其风险偏好

1. 样本统计。表 1 列出了预期与风险偏好相

关的变量及其分布情况。包括性别、年龄和教育等

个人特征变量，以及家庭人口、财产和社会资本等

家庭特征变量。
从表 1 可看出，除个别指标外，选取的样本基

本反映了当前中国农民的基本特征。被调查农民

的平均年龄为 52 岁，平均受教育年限为 6 年，平均

务农时间为 32 年，大部分农民不信仰宗教，平均家

庭人口接近 5 人。但男性比例偏高，这是由于家庭

中的户主或者主要决策者大部分为男性，是调查的

主要对象。人均财产的差异较大，说明农民的家庭

富裕程 度 存 在 较 大 差 异，这 有 利 于 后 面 的 计 量

分析。
2. 农民风险偏好的主要特征。根据 648 个农

民参加游戏的结果分析发现，农民的风险态度主要

有以下 4 个方面的特征:

首先，大部分农民是风险规避的。在基本风险

游戏中，只有 159 位农民 ( 占比 25% ) 选择了 60
元 /0 元组合，这些农民在基本风险游戏中表现出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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风险中性甚至风险喜好，其余 75% 的农民都表现

出一定程度的风险规避。在共担风险游戏中，也只

有 195 位农民( 占比 30% ) 选择了 60 元 /0 元这个

组合。

表 1 主要变量及其统计特征

变量 定义 平均值 标准差

个人特征变量

女性 1 = 是，0 = 否 0. 24 0. 43

年龄 岁 52. 18 10. 81

受教育年限 年 6. 32 3. 22

村干部 1 = 是，0 = 否 0. 06 0. 23

务农年限 年 32. 09 12. 18

有宗教信仰 1 = 是，0 = 否 0. 06 0. 24

家庭特征变量

家庭人口数 人 4. 63 1. 84

姓氏是本村最大姓 1 = 是，0 = 否 0. 64 0. 48

人均家庭财产 万元 3. 18 3. 42

样本数 648

表 2 农民在基本风险游戏及共担风险游戏中的选择分布

基本风险游戏
共担风险游戏选择

20 /20 30 /15 40 /10 50 /5 58 /2 60 /0 总计

20 /20 78 5 24 12 7 37 163
30 /15 22 19 9 8 9 9 76
40 /10 19 11 36 10 11 15 102
50 /5 14 1 13 40 7 14 89
58 /2 5 3 3 8 27 13 59
60 /0 20 4 7 14 7 107 159
总计 158 43 92 92 68 195 648

其次，农民在游戏中的选择分布呈现出“两端

多、中间少”的现象( 见表 2) 。不论是基本游戏还

是共担游戏，在 6 个组合中，选择中间 4 个组合的

任何 1 个组合的农民都少于选择两端组合( 20 元 /
20 元和 60 元 /0 元) 的农民。这表明有不少农民是

极度风险厌恶的，也有相当一部分农民会表现出风

险中性甚至风险喜好。
第三，总体看农民在共担风险时的风险厌恶程

度比在基本风险时低。将农民在风险游戏中的选

择量化成序数 1 ～ 6，其中 1 代表选择 20 元 /20 元，

2 代表选择 30 元 /15 元，以此类推，6 代表选择 60
元 /0 元，随着序数值的增加，代表冒险程度越高。
农民在基本游戏中的序数平均值为 3. 44，中位数

为 3，而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序数平均值为 3. 70，

中位数为 4，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序数平均值显著

大于基 本 游 戏 中 的 平 均 值 ( t 检 验 的 概 率 P ＜
0. 1% ) 。因此，农民在共担风险时的风险厌恶程度

比在基本风险时低。
第四，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预期收益平均水平

更高，收益的分布也更集中。农民在基本游戏中的

预期收益平均值为 25. 5 元，而在共担游戏中则为

26. 0，虽然差异不大，但统计上是显著的( t 检验的

概率 P ＜ 0. 1% ) 。这主要是因为总体上农民在共

担游戏中选择了更冒险的策略。另外，农民在基本

游戏中预期收益的标准差为 4. 01，而在共担游戏

中则为 2. 04，在共担游戏中的预期收益分布更集

中，这是因为共担游戏中的收益是以共担组总收益

的平均值来分配的。而如果不以这种方式分配，其

预期收益标准差则为 4. 07，与基本游戏不存在明

显差异。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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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 二) 基本风险偏好、共担风险偏好的影响因

素及其变化的计量模型

为研究农民共担风险偏好的特征以及共担风

险偏好与基本风险偏好之间的关系，本文相应建立

了计量经济模型。
首先，为分析哪些因素影响农民基本风险偏好

与共担风险偏好，建立如下计量模型:

Yr = a + bFi + cHj + dＲk + e ( 1)

其中，Yr 表示农民在风险游戏中的选择( r = 1 或 2
分别代表基本游戏或共担游戏) ，将农民的选择量

化为 1 ～ 6 的离散序数，其中 1 代表选择 20 元 /20
元组合，2 代表选择 30 元 /15 元组合，以此类推。
Yr 值越大表明风险厌恶程度越低。i、j、k 分别代表

农民、农户、地区的代码; Fi 代表农民个人特征变

量，包括性别、受教育年限、年龄、有宗教信仰; Hj

代表农民的家庭特征变量，包括家庭人口数、家庭

富裕程度( 用人均耐用消费财产把所有家庭三等

分，设定人均财产中等组和较高组两个虚变量) 和

是否属于本村最大姓氏; Ｒk 代表县级区域虚拟变

量，用于控制各地区文化和环境等差异的影响; 而

a、b、c、d 则是模型要估计的系数，e 是扰动项。由

于 Yr 是一个离散的序数值，而这里重点考查相关

关系的方向，因此采用有序 Probit 方法分别对基本

风险偏好与共担风险偏好进行分析。
其次，为分析不同群体的农民从基本风险到共

担风险的偏好变化情况，构建下面的模型:

Yr = a + a1Dr × DY1 + ( b + b1 × Dr = 2 × DY1 ) Fi

+ ( c + c1 × Dr = 2 × DY1 ) Hj + dＲk + e ( 2)

其中，将农民参加基本游戏与共担游戏的数据合并

组成类似面板数据的结构，样本数为 648 × 2。D 表

示虚拟变量，其值为 1 或 0，Dr 用于表示基本游戏

与共担游戏对应的虚拟变量( 分别为 Dr =1、Dr =2 ) ;

DY1表示农民在基本游戏中不同选择对应的虚拟变

量( 分别为 DY1 = 1、DY1 = 2…DY1 = 6 ) ，如农民选择 60 /
0，则对应 DY1 = 6的值为 1，其余变量 DY1 = 1、DY1 = 2…
DY1 = 5的值均为 0。为了考查不同群体的农民从基

本风险到共担风险的偏好变化程度，需要对其估计

系数的大小进行比较，因此模型( 2) 采用 OLS 估计

方法，估计的系数代表风险偏好的级别( 共 6 个级

别) 变动情况。
模型( 1) 的估计结果见表 3。

表 3 农民的基本风险偏好和共担风险偏好的影响因素( 有序 Probit 模型)

项目 基本风险偏好 共担风险偏好

女性( 1 = 女，0 = 男) － 0. 289＊＊ ( 0. 116) 0. 070( 0. 116)

受教育年限 － 0. 018( 0. 014) 0. 000( 0. 014)

年龄 － 0. 011＊＊＊ ( 0. 004) － 0. 008* ( 0. 004)

有宗教信仰( 1 = 有，0 = 无) － 0. 187( 0. 178) － 0. 269( 0. 182)

家庭人口数 0. 011( 0. 024) 0. 014( 0. 025)

人均财产中等组( 1 = 是，0 = 否) － 0. 025( 0. 107) 0. 013( 0. 108)

人均财产较高组 0. 049( 0. 113) 0. 094( 0. 114)

本村最大姓氏( 1 = 是，0 = 否) 0. 074( 0. 090) 0. 178* ( 0. 091)

游戏组成员数 － 0. 060* ( 0. 035) － 0. 072＊＊ ( 0. 035)

LＲ chi2( 17) 45. 04 40. 88

联合显著性水平 0. 0002 0. 0010

注: * 、＊＊、＊＊＊分别表示 10%、5%、1% 的显著性水平; 括号内的值为回归系数的标准差; 样本数均为 648; 县级虚拟变量及截距项数目

较多，其系数在此处省略。下同

( 三) 计量结果及其分析

1. 农民基本风险偏好与共担风险偏好的影响

因素分析。从表 3 的回归结果可以看出，性别和年

龄显著影响农民的基本风险偏好。其中，女性参与

者的基本风险厌恶程度显著高于男性，而基本风险

厌恶程度也随年龄增加而提高，这与现有大部分研

究的结果一致( Levin 等，1988; Hartog 等，2002; Holt
等，2002) 。但是没有发现农民受教育程度、宗教信

仰、家庭规模、社会资本及经济条件等因素与其基

本风险偏好之间存在显著相关关系。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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有意思的是，共担风险偏好与基本风险偏好影

响因素的模型估计结果有所差异( 见表 3) 。首先，

在共担风险偏好情况下并没有发现女性与男性之

间的风险偏好存在显著差异，而基本风险偏好模型

揭示了女性厌恶风险程度显著高于男性，由此表

明，与基本风险相比，女性在共担风险中降低了其

风险厌恶程度。其次，在共担风险情况下，年龄对

风险偏 好 的 影 响 大 小 ( － 0. 008 ) 和 统 计 显 著 性

( 10% ) 都有所下降 ( 基本风险情况下年龄变量的

系数为 － 0. 011 且在 1%水平显著) 。第三，在基本

风险情况下，本村最大姓氏这一变量不显著，但在

共担风险情况下估计系数显著为正，这意味着在当

地有影响力的家族从单干到集体活动过程中的冒

险程度显著提高。第四，回归结果显示参加共担组

的农民越多，他们的风险厌恶程度越高，这与预期

结果相违背，一种可能的解释是随着共担组成员数

量增加，参与农民之间的关系变得更加复杂，使他

们间的相互信任和协同意愿下降。

2. 不同群体的农民从基本风险到共担风险的

偏好级别变化的计量分析。如表 4 所示，在基本风

险时较保守的农民在共担风险时其保守程度有所

降低，而在基本风险时较冒险的农民在共担风险时

其冒险程度也有所降低。其中，在基本游戏中选择

20 /20( 其序数值为 1 ) 的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选

择平均分布在 30 /15 与 40 /10 之间( 平均序数值为

2. 36) ，保守程度大大降低; 同样，在基本游戏中选

择 30 /15 或 40 /10 的农民，其共担游戏的平均选择

多分布在风险相对较大的组合位置，其保守程度有

所降低。与此类似，基本游戏中表现较冒险的农民

在共担游戏中则降低了其冒险程度。其中，基本游

戏中选 50 /5( 序数值为 4) 的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

选择平均分布在 30 /15 与 40 /10 之间( 平均序数值

为 2. 95 ) ，冒险程度大幅降低; 同样，基本游戏选

58 /2 或 60 /0 的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冒险程度也

有所降低。

表 4 基本游戏中不同群体在共担游戏中的表现及变化

基本游戏序数 基本游戏选择 共担游戏平均序数 共担游戏平均选择 序数变化值

1 20 /20 2. 36 30 /15 与 40 /10 之间 1. 36

2 30 /15 2. 74 30 /15 与 40 /10 之间 0. 74

3 40 /10 3. 43 40 /10 与 50 /5 之间 0. 43

4 50 /5 2. 95 30 /15 与 40 /10 之间 － 1. 05

5 58 /2 4. 40 50 /5 与 58 /2 之间 － 0. 60

6 60 /0 4. 60 50 /5 与 58 /2 之间 － 1. 40

不同群体农民从基本风险到共担风险的偏好

变化级别的计量估计结果见表 5。主要结果总结

如下: 首先，在基本风险态度较保守的农民中，女性

比男性在共担风险时更敢于冒险。在基本游戏中

选择 20 /20 或者 40 /10 组合的农民中，女性农民在

共担游戏中的选择平均序数值比男性高 ( 分别高

0. 41 及 0. 71，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10% 及 5% ) ，这

表明这些女性在共担风险情况下更愿意做出较高

风险的选择。而女性在基本风险时比男性更保守，

对比可知，女性在共担风险时趋于冒险的变化幅度

比男性更明显。其次，社会资本较高( 本村最大姓

氏) 且在基本风险中较冒险的农民，他们在共担风

险时更敢于冒险。模型估计结果表明，在基本游戏

中选择 50 /5 或者 60 /0 的农民中，社会资本较高的

农民在共担游戏中的选择平均序数值比社会资本

较低农民的平均值更高( 高出的幅度分别为 0. 49
及 0. 69，显著性水平分别为 10% 及 1% ) ，这表明

社会资本较高的农民在共担风险游戏中相对更倾

向于做出高风险的决策。第三，在基本风险态度较

保守的农民中，家庭富裕程度较高的农民在共担风

险时比富裕程度较低的农民更敢于冒险。在基本

游戏中选 20 /20 或 30 /15 的富裕程度中等的农民

以及选择 20 /20 或 50 /5 的富裕程度较高的农民，

在共担游戏中都比富裕程度较低农民的选择平均

序数值更高( 高出的幅度在 0. 33 ～ 0. 78，显著性水

平为 5%或 1% ) ，这表明家庭富裕程度较高的农民

比富裕程度较低的农民在共担风险情况下更敢于

冒险。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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表 5 不同群体农民从基本风险到共担风险的偏好变化的模型估计结果( OLS)

项目 系数 标准差

Dr = 1 × Dy1 = 2 ( 1 = 是，0 = 否) 1. 013＊＊＊ 0. 174
Dr = 1 × Dy1 = 3 2. 009＊＊＊ 0. 156
Dr = 1 × Dy1 = 4 2. 989＊＊＊ 0. 164
Dr = 1 × Dy1 = 5 4. 003＊＊＊ 0. 189
Dr = 1 × Dy1 = 6 4. 991＊＊＊ 0. 140
Dr = 2 × Dy1 = 1 1. 357＊＊＊ 0. 258
Dr = 2 × Dy1 = 2 1. 740＊＊＊ 0. 357
Dr = 2 × Dy1 = 3 2. 433＊＊＊ 0. 279
Dr = 2 × Dy1 = 4 1. 949＊＊＊ 0. 342
Dr = 2 × Dy1 = 5 3. 396＊＊＊ 0. 401
Dr = 2 × Dy1 = 6 3. 598＊＊＊ 0. 267

女性( 1 = 女，0 = 男) － 0. 002 0. 124

受教育年限 0. 011 0. 012

年龄 － 0. 004 0. 004

有宗教信仰( 1 = 有，0 = 无) － 0. 098 0. 148

本村最大姓氏( 1 = 是，0 = 否) 0. 019 0. 103

游戏组成员数 － 0. 045 0. 028

家庭人口数 － 0. 006 0. 020

人均家庭财产中等组( 1 = 是，0 = 否) － 0. 009 0. 121

人均家庭财产较高组 0. 007 0. 125
Dr = 2 × Dy1 = 1 × 女性( 1 = 是，0 = 否) 0. 414* 0. 249
Dr = 2 × Dy1 = 2 × 女性 0. 414 0. 322
Dr = 2 × Dy1 = 3 × 女性 0. 709＊＊ 0. 323
Dr = 2 × Dy1 = 4 × 女性 0. 144 0. 347
Dr = 2 × Dy1 = 5 × 女性 － 0. 524 0. 468
Dr = 2 × Dy1 = 6 × 女性 0. 306 0. 269
Dr = 2 × Dy1 = 1 × 本村最大姓氏 － 0. 031 0. 227
Dr = 2 × Dy1 = 2 × 本村最大姓氏 － 0. 271 0. 309
Dr = 2 × Dy1 = 3 × 本村最大姓氏 － 0. 215 0. 270
Dr = 2 × Dy1 = 4 × 本村最大姓氏 0. 485* 0. 293
Dr = 2 × Dy1 = 5 × 本村最大姓氏 0. 567 0. 381
Dr = 2 × Dy1 = 6 × 本村最大姓氏 0. 686＊＊＊ 0. 237
Dr = 2 × Dy1 = 1 × 人均家庭财产中等组 0. 642＊＊＊ 0. 262
Dr = 2 × Dy1 = 2 × 人均家庭财产中等组 0. 332＊＊ 0. 376
Dr = 2 × Dy1 = 3 × 人均家庭财产中等组 － 0. 251 0. 314
Dr = 2 × Dy1 = 4 × 人均家庭财产中等组 0. 402 0. 365
Dr = 2 × Dy1 = 5 × 人均家庭财产中等组 － 0. 432 0. 415
Dr = 2 × Dy1 = 6 × 人均家庭财产中等组 － 0. 395 0. 274
Dr = 2 × Dy1 = 1 × 人均家庭财产较高组 0. 632＊＊ 0. 266
Dr = 2 × Dy1 = 2 × 人均家庭财产较高组 0. 106 0. 380
Dr = 2 × Dy1 = 3 × 人均家庭财产较高组 － 0. 335 0. 337
Dr = 2 × Dy1 = 4 × 人均家庭财产较高组 0. 783＊＊ 0. 349
Dr = 2 × Dy1 = 5 × 人均家庭财产较高组 － 0. 265 0. 410
Dr = 2 × Dy1 = 6 × 人均家庭财产较高组 － 0. 307 0. 267

截距项 1. 748＊＊＊ 0. 415
F 值( 显著性水平) 37. 56( 0. 0000)

Adjusted Ｒ2 0. 595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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四、总结与讨论

本研究结合风险游戏及实地调查的数据对农

民在共担风险时的风险偏好特征进行了研究。主

要研究结论和政策含义如下: 首先，大部分农民倾

向于风险规避。无论是在基本风险情况下还是在

共担风险情况下，多数农民都会做出规避风险的决

策，特别是女性及年龄较高的农民，其在基本风险

时的保守程度更高。在涉及金额比较小的风险游

戏中绝大部分农民都表现出或多或少的风险规避，

这反映了现阶段农民抵抗风险的能力比较弱。因

此需要进一步发展农业和医疗等方面的保险措施，

提高农民应对重大自然灾害和市场风险的能力。
通过降低重大风险对他们的影响，也能够推动广大

农民更多地参与创新和创业活动。其次，总体看农

民在共担风险时的风险厌恶程度比在基本风险时

低。在风险共担情况下更多农民倾向于做出更高

风险的选择，从而相对应地提高了其预期收益。由

此可推知，如果多数农民都能够参与到农民专业组

织和合伙创业等集体活动中，通过集体分担风险的

方法增强个体的风险抵御能力，可以以此促进农民

参加风险和收益均较高的投资活动，逐渐提高收入

水平。第三，在基本风险态度相似的农民中，女性、
社会资本或富裕程度较高的农民在共担风险时其

规避风险的程度有所下降，更愿意选择高风险高收

益的策略。相比于在基本风险时存在的明显劣势，

女性和年龄较高的农民在共担风险时能够获得较

有利的处境。因此政府和社会应该更加关注妇女

和年老者等弱势群体的风险抵抗能力，她们承担风

险的能力较低，更应成为政府和社会实施各种保险

措施的对象。而如果能够吸纳这些农民加入专业

组织等集体活动中，则可以在相当程度上提高她们

对风险的抵抗能力，使弱势农民更有条件参与风险

和收益较高的经济活动。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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生态福祉视角下的农地城市流转生态补偿机制: 研究进展与框架构建
*

□ 宋 敏 韩曼曼

内容提要: 本文运用文献归纳法和比较分析法，首先阐明了生态系统服务与人类生态福祉间

的关系，梳理了农地城市流转中人类生态福祉损失与补偿方面的研究进展，然后在此基础上指出

了从生态福祉视角构建农地城市流转生态补偿机制的必要性和所必须解决的两个基础性问题，

最后从运作模式、补偿主体、补偿对象、补偿资金及形式、补偿标准和保障体系 6 个方面构建了该

机制的运行框架。
关键词: 农地城市流转; 农地生态系统服务; 生态福祉; 生态补偿机制

一、引言

在资源约束趋紧、环境污染严重和生态系统退

化的背景下，2012 年 11 月发布的十八大报告首次

将“大力推进生态文明建设”纳入中国特色社会主

义事业总体布局，着重指出“建设生态文明是关系

人民福祉、关乎民族未来的长远大计”。国土资源

不仅是生产、生活之本，更是生态之本，是生态文明

建设的物质基础、空间载体和构成要素。因此，建

设生态文明就必须强化土地资源合理配置和利用，

珍惜每一寸土地。
农地城市流转是城市规模扩张的过程，作为城

镇化的表现形式之一，其实质是农地与建设用地之

间土地利用方式竞争的结果，其直观表现是土地景

观及生态系统的变化，即土地用途的变化导致地表

景观由以自然营造物为主变化为以人工建筑物为

主，这直接导致农地原有的生态系统服务功能丧

失，从而影响生态系统的正常运转和生态环境的维

持。生态环境一旦遭到破坏，便会以水土流失、土

地沙化、雾霾和频繁的自然灾害等多种形式危及国

家生态安全。由此可见，作为一种经济活动，农地

城市流转在生态方面的负外部效应非常显著，对其

忽视很可能导致社会公众福祉水平的下降，因而需

要通过建立恰当的生态补偿机制对农地城市流转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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operatives nature，and finally discuss the“Cooperatives Law”if modifications are required and how to
modify the issue. The following conclusions: 1 ) the reality of the cooperative almost do not have“the
same owners and patrons，”the essence of the provisions; 2) “Cooperative Law”reflects the cooperative
“owners and patrons of the same，”the essence of the provisions; modify“Cooperatives Law”in recogni-
tion of the reality of diversity“cooperative”theory divorced from reality will make even tempt people
wrongly use theory to guide a reality; 3) “Cooperatives Act，”the main fault lies in the emphasis on co-
operatives material support. If the“Cooperatives Act，”introduced aims to promote the development of
genuine cooperatives produce，then modify“Cooperatives Law”had been imminent-System Construction
should be emphasized rather than material support.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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before we establish the ecological compensation mechanism of rural-urban land conversion from the per-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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tion object，source and form of compensation fund，compensation standard and safeguard system.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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